
·教育史研究· 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进路论略

的规定，优级师范学堂的课程分为公共科、分类科和

加习科。分类科为四大类：第一类系以中国文学、外

国语为主，总共１３科；第二类系以地理、历史为主，
共１２科；第三类系以算学、物理学、化学为主，共１２
科；第四类系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主，共

１４科。在这四类学科中，教育、心理为必修课，“一概
通习无异致”［５］。教育学课程具体有 “教育理论及应用

教育史”、“教育史”、“各科教授法”、“学校卫生”、

“教授实事练习”、 “教育法令”等。在各分类科课程

中，教育学所占比重较大。以第一类中国文学、外国

语为例，“第一学年开设普通心理学，每周２小时；第
二学年开设教育理论和教育史每周４小时，应用心理
学每周２小时；第三学年开设教育史、各科教授法、
教育法令、学校卫生以及实事练习，每周８小时。教
育和心理类课程３年总学时中所占比重为１４．８１％。”
而对加习科，《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因分类科毕业

后，自觉于管理法教授法其学力尚不足用，故自愿留

学一年，择有关教育之要端加习数门，更考求其精深

之理法。”［６］加习课具体课程为十科：“一、人伦道德；

二、教育学；三、教育制度；四、教育政令机关；五、

美学；六、实验心理学；七、学校卫生；八、专科教

育；九、儿童研究；十、实验心理学；但教育演习缺

之亦可。修加习科者，于此诸科目所选修，须在五科

以上，不得过少；毕业时须使呈出著述论说，以考验

其研究所得如何。”［７］由此可知，加习科已经开设了许

多教育学专业的课程，而且这些课程为 “教育之要

端”，必须选五门课以上，还必须撰写论文，以考查其

研究水平。但加习科课程可学可不学，听凭自选。

随着学制的颁布，各优级师范学堂把课程分为公共

科、分类科和加习科三种，教育学科已成为公共必修

课程。如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教育类课程有教育学、伦

理学大要、学校管理法、教育史、教育令、实地演习

等。教育及心理学第一年每周２小时，后两年每周４小
时［８］；再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开办之际，“学堂一方面

设置了在当时较为完整的教育课程，如教育史、应用

心理学、伦理学大意、教育原理、教授法等；另一方

面在所有的科目中，都设置了该科目的学科教授法，

如国文有国文教授法、理科有理科教授法，等等”［９］。

这一时期，教育学学科课程设置呈现出以下特

点：第一，课程设置主要在优级师范学堂，借鉴了

日本高等师范教育课程，主要有教育原理、教授法、

学校管理法、教育史、学校卫生学、教育实习等课

程；教育学科课程普遍受到重视，各学校已充分认

识到 “教育为师范学堂之主要科目，师范生不谙教

育，即使通晓各科学，将来决不能应用，故部章所

规定之教育科授课时间，万不可减少”［１０］。因此，

在具体开设的课程中，教育学学科课程所占比率一

般都比较高。第二，由于 “日本新学界现最重心理

学，为教育之基础，故高等师范四学部中课程表第

一年皆无教育一门，然未有无心理学者，盖心理伦

理诸科为教育之预科也”［１１］。因此，清末各优级师

范学堂也都设有心理学和伦理学课程。第三，各优

级师范学堂虽然大都开设了所谓教育之要端的 “加

习科”，科目多至１０余门，但实际上并未真正执行。
二、雨后春笋：民初教育学学科科学化

课程涌现

民初，新教育运动在欧美各国开展得如火如荼，

姜琦在 《现代西洋教育史》一书中认为：２０世纪初
以后，西方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倾向是由 “教育

学”向 “教育科学”的转化。［１２］确实，当时教育科

学化已经成为世界最强音，许多学者对此都进行过

表述。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评价道：“过去的

教育学只能是哲学的教育学，而不是科学的教育学。

教育学具有科学气味并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是由

于智力测验引进到教育学中了。”［１３］而美国的霍尔、

桑代克、杜威、吉特、孟禄等人进一步把教育科学

运动推向了高潮。例如，桑代克曾说：“教育科学，

当它在发展的时候，就像其他科学那样，有赖于对

教育机构的影响作直接观察和实验，并且有赖于以

定量的精确性研究出来和加以描述的方法。”［１４］

世界教育学科学化运动对民初中国的教育学学科

的科学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大批留美学生的

回国，他们高举科学大旗，大力提倡科学。蒋梦麟曾

在 《高等学术为教育学之基础》一文中指出：“自十九

世纪科学发达以来，西洋学术，莫不以科学方法为基

础；即形而上学，亦以此为利器。至今日一切学问，

不能与科学脱离关系；教育学亦然。故今日之教育，

科学的教育也。舍科学的方法而言教育，是凿空也，

是幻想也。幻想凿空，不得谓二十世纪之学术。”［１５］与

此同时，杜威、麦柯尔、推士、克伯屈等人先后来到

中国，把教育 “科学化”运动推向了中国教育研究的

各个方面。陈友松曾客观地评价道：“在中华教育改进

社的领导下，我国聘请了杜威、麦柯尔、推士、克伯

屈等大师讲学，教育学才开始从传统因袭的氛围中超

脱出来。实验、统计、调查，成了时髦的名辞。”［１６］随

着多种科学方法的应用，新兴的课程设置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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